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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吊詭與民主回歸               
曾澍基

民主的最大化與最優化

縱觀歷史長河，民主化是個浩蕩的大趨勢：獨裁、專制難以持久，若不更新變革，累積的矛盾因素過了臨界點，將如狂風驟雨地突襲，把歷史推往更高軌道。

不過，中短期而言，歷史又充滿轉折，前進與倒退交錯：晚清到現時的一百年就是最切膚的例子。不少仁人志士，在爭取民主的過程裏付出了各種代價，部分未及目睹理想的成果，另些卻反過來變成當政者，自願或非自願地建立新的專制。更且，最民主的口號，背後卻可能隱藏著最極權的現實，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最慘痛的教訓。

比較穩定的議會民主制度集中在先進工業國家裏出現，是不無原因的。發展中國家面對種種的內外壓力及挑戰，連生存也可能成為問題，民主既非唯一目標，亦非萬能的手段，用先進國家的標準，它們自然難以合格。

不要忘記的是，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困境，是由帝國主義所造成的。中國差不多被列強瓜分了，怪自己之外，倒要怪外人。中國未能較快地「民主化」，帝國主義者必須負上責任。

歷史的教訓似乎是這樣的：(一)民主化只能在一定的現實條件和制約之下進行，陳義過高可能無效，或者帶來與設想對立的反彈；(二)特別對落後國家來說，民主是多重目標的其中一個，也是多重手段的其中一種。

換言之，單純地追求民主的「最大化」不會是最適當的路線。民主的「最優化」，至少應該考慮這兩種因素。

民主回歸的設想

上述是「民主回歸」取向的一個基本出發點。香港的九七問題所針對的：乃非殖民地化(回歸)的解決：但它也創造了「契機」，使香港可以在民主和改革方面，踏出一大步。「契機」的主要前提，在於中國有主觀的誠意及客觀的需要來推行「一國兩制」。「契機」的重要後延效果之一，是香港實驗對中國發展的示範效應。

「民主回歸派」的設想，集中於前提與後果的反饋，形成所謂「中港關係的良性循環」：在互信的基礎上，擴大改革(包括但不單是民主改革)的空間，以及吸收各自經驗的可取部分。這類相互影響應無強制性，也不屬甚麼「和平演變」的陰謀或陽謀，因為香港和中國都同時在變，並沒有既定藍圖要加諸對方。

「民主回歸派」當然認識到：中港的關係不是完全對稱的。中國乃中央政府，香港將成為「特別行政區」─地方政權；中國的歷史包袱、制約和任務異常複雜；相對之下，香港的問題可算是「小兒科」。在推進香港的民主化的過程裏，這些複雜的「國情」和因素應詳加考慮。

說到底，民主只是整個中港發展公式裏的眾多變數的其中之一，沒有必要在短期內把它推至「最大化」的、義無反顧的極端。長期的「民主最優化」可能比短期的「民主最大化」更切合中港發展的最終利益。

民主回歸的沒落？

民主回歸的落實，需要一定的主客觀基礎。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其後的兩三年，某種良性循環似在運作；但八八、八九之後，形勢開始逆轉。主觀而言，中港的互相了解及諒解的底線迅速暴露；「六四」又把溝通的規則搗爛。九O、九一的「蘇東波」、九二年的「肥彭旋風」，都進一步削弱了民主回歸的基礎。

一些對中國國情素來缺乏認識的人士走上了歷史前台，另些對民主回歸只有口頭承諾而無任何真情的受不了現實選舉政治的壓力，也移入了香港本位的角落。「六四」驚情未了的中國保守派，潛藏的「君臨天下」心態不斷展露，作威作福的取捨中偏向重壓。於是，良性循環開始演化為惡性循環。最後，可能只有用政治角力來解決。這個局面是筆者極不願意見到的。

歷史歸位的選擇

筆者並非中共的同路人，對其不少作為亦無好感，但從中國整體長遠發展利益著眼，始終希望它能自我改革更新，減低振興中華的代價。俄羅斯與東歐的轉折，前共黨勢力在波蘭、匈牙利等國家回朝，提供了不容忽略的啟示。中國人民受苦太久了，能否再邁向「盛唐」境界？過程中可不可避免腥風血雨？是民主之外的重要課題。雖然「民主回歸」路線現時飽受衝擊，我依然未有放棄希望。

然而，歷史歸位，各有自由。不作「忠實反對派」，可實行「公民抗命」，甚或公開地反叛、革命。活動可在建制(議會)內，或建制(議會)外進行。不過，理想與現實的各種矛盾，手段與目標的貫徹性，適宜清楚地考慮，而大多數中國及香港民眾的福祉，應放在最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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